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０２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修辞流变研究”（２００９０４６０９６５）。

　　作者简介：黄晓华（１９７３—）男，湖南隆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与叙事理论研究。

第１４卷第５期
２０１２年０９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４Ｎｏ．５
　Ｓｅｐｔ．，２０１２

·文学与文化研究·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黄 晓 华

（湖北大学 文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
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

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

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

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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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王德威提出“被压抑的现代性”［１］以来，中
国近代文学研究俨然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

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却没有随之引起足

够的重视。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晚清翻译

小说的巨大的历史存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翻译作品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创作。据樽本照雄

《晚清民初小说年表》统计，１９０２至１９０８年间，创
作约有６７４种，翻译则有７８０种［２］９６。但由于晚清

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这种存在的历史意义

却没有被重视。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１８９７—１９１６）》中，对晚清翻译小说的“意译”风
尚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晚清翻译家之所以

采用“意译”，“主要可以从当年整个的文化氛围

和作家—读者关系的文学理想两方面来思考。前

者使翻译家‘不能非不为也’，后者则使其‘不为

非不能也’。”［３］６２５连燕堂则更直接地指出了晚清

翻译小说的技术性缺陷：“一是许多作品都采用

节译或意译，任意增删，甚至改写，加进一些原作

中没有的内容。……二是体例不规范……三是改

换包装，译的是外国小说，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

‘说部体段’。”［３］２４在一定程度上，晚清翻译小说

的这种缺陷与不足，正暗合“后现代”修辞的解构

倾向。忽视原著作者，任意增删文本，以及曲解与

戏仿等技巧，都与“后现代”翻译理论的“误读”与

“偏离”相契合。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后现代”

的“误读”与“偏离”，才使晚清翻译小说在当时产

生巨大影响。“晚清作家之‘误读’外来作品，虽

然粗糙荒谬，却导致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创造发

明。”［１］４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晚清小说“被压抑的

现代性”与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直接相关。

　　然而，如同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被压抑一
样，晚清小说翻译的“后现代性”更是被忽视。这

种晚清翻译小说巨大的历史影响与其较低的史学

评价之间的明显落差，显示出“现代性”视野对晚

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的压抑。将晚清翻译

小说的“现代”修辞与“后现代”修辞两种取向的

命运进行对比，也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

考。１９０９年，在绍兴商人蒋抑卮的资助下，怀抱
“现代”翻译观念的鲁迅与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

说集》第一、二集终于得以出版。他们怀抱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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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念，采用忠于原著的直译方式，但他们翻译

的作品并不能获得读者认同，翻译出版的小说集

销路极不乐观，仅在东京与上海各出售２０册左
右。其对文学史以及翻译史的影响，只是通过后

来的“现代性”历史追述才得以确认。与之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不懂外文的林纾意译的《巴黎茶

花女遗事》则洛阳纸贵，影响深远。

　　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性”之萌生与发展，
不仅与当时的文化氛围与作者—读者之间的文学

理想相关，更与晚清的书刊发行直接相关。晚清

以降，先觉者日益意识到书报作为“开明智”的手

段的重要性，各种书社、杂志社、报刊风起云涌，层

出不穷。“晚清的最后十年，至少曾有一百七十

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１］２，小说因其通俗性而

受到各种出版机构的格外关注，各种报纸、游戏小

报、小说杂志、成书都是小说传播的媒介。晚清小

说翻译与近代报刊的诞生基本同步。上海《申

报》创刊一个月后，就刊登了英国斯威夫特《格列

佛游记》中的“小人国”部分，译名为《谈瀛小录》。

署名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自 １８７３年 １月到
１８７５年１月连载于《瀛寰琐记》。百日维新之后，
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揶揄下，翻译小说蔚然成大

观。１８９８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
先后连载自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与学生周

宏业译的《经国美谈》，鼓吹政治小说变革社会的

巨大功效。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继续鼓
吹与引进“新小说”的范本。此后著名的小说刊

物《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同样注重

翻译小说。书刊发行作为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中

介，对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有着重要

影响。

　　一、编辑角色与翻译小说的“作者
之死”

　　晚清小说翻译家不尊重原著与原作者，显然
与现代版权法规的缺场直接相关，但书刊编辑扮

演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当时率先“睁眼看

世界”的先觉者，许多编辑都抱着明确的启蒙目

的来编辑书刊，甚至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翻译实践

的示范作用来引导小说翻译。梁启超１８９８年翻
译的《佳人奇遇》连载于自己创办的《清议报》；包

天笑１９０１年翻译的《迦因小传》发表于自己创办
的《励学译编》；冷血（陈景韩）是１９０４年创刊的
《新新小说》主编；周桂笙是１９０６年创刊的《月月
小说》总译述；徐念慈则是１９０７年创刊的《小说
林》专任译著编辑。这种身份混同对晚清小说翻

译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编辑，他们的目的与视

野直接引导着当时的翻译活动。陈平原说到晚清

翻译小说的“创造性的误解”［３］６４１时，明确指出晚

清翻译小说存在“对小说地位和作用的误解”［３］６４１

与“对不同小说类型之价值高低的误解”［３］６４２，而

这种误解与晚清小说书刊编辑的“启蒙”意向相

关。为了凸显出自己钟爱的小说类型的社会作

用，他们都会自然拔高自己翻译的小说类型的社

会效应。因此，与梁启超推崇政治小说不同，冷血

（陈景韩）关注虚无党小说，周桂笙痴迷侦探小

说，徐念慈热衷科幻小说，但他们与梁启超一样，

将自己关注的小说类型的重要性提升到能“新一

国之民”［４］的高度。这就造成了晚清小说翻译以

“类”取文的奇观。作为编辑，他们更关注翻译小

说的类型及其对于自己所倡导的目的的重要性，

而不是小说原作者的权威性；更关注小说的价值

取向，而不是小说家的艺术成就。编辑的这种

“目的论”倾向影响了翻译家的选介空间，直接主

导了书刊的翻译取向。翻译家因此主要根据小说

类型进行取舍，而不是根据小说家的艺术成就进

行取舍。

　　与此同时，编辑的视野局限也使得这一时期
对原作者的重视不可能落到实处。作为拓荒者一

代，晚清翻译小说的编辑对外国小说的了解也是

有限的。这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局限上，同样也表

现在艺术鉴赏能力的局限上。晚清编辑与翻译

家，精通外文的本来就少，如林纾之流全然不同外

文，包括周桂笙等人在内的编辑兼译者，也只是略

通日文，很多西方小说都是通过日文转译。就是

梁启超这类精通数种外文的编辑与译者，其艺术

引介也大多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艺术目的。在

这种情形下，忽视原作者也成为一种掩饰译者对

原作者所知甚少的时尚做法。

　　当这种怀抱启蒙目的同时存在视野局限的编
辑参与到小说翻译的实务中来时，原作者的权威

性进一步降低。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时用大

段夹注来介绍历史事件，已经流露出编辑介入小

说翻译的意图，作为编辑的梁启超为了让读者更

容易接受政治小说，介入到了作为翻译家的梁启

超的工作。徐念慈用“觉我校”、“觉我润辞”、“觉

我赘语”等方式，对《小说林》的译稿进行校改、润

辞、批注，更是一种编辑对翻译的直接介入。而苏

曼殊翻译《惨世界》时，编辑与翻译者甚至创作者

的身份已完全混同。１９０３年８月《国民日日报》
创刊，继承被封的《苏报》继续鼓吹革命。１９０３年
９月，从日本归国的苏曼殊出任《国民日日报》的
翻译，并于１０月８日至１２月１日的《国民日日
报》上连载“法国大文豪嚣俄著”的《惨社会》。为

了配合《国民日日报》宣传革命，从第七回开始，

苏曼殊就直接偏离原著，加入自己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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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年，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惨世
界》，扩充为１４回，署“苏子谷、陈由己同译”。其
中翻译与创作从回目上看，虽然各占一半，但从字

数上看，翻译却仅占 １／３。关于该文的作者（译
者）究竟是谁，现在还是文坛一段未了的公案。

如程文超根据柳亚子转述陈独秀的话“曼殊此书

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笔，

更是妈（马）虎到一塌糊涂”，认为陈独秀只是作

了文字上的修饰［５］。而连燕堂则认为这部作品是

苏曼殊与陈独秀合作的产物，“这部作品，苏曼殊

大致译到第七回，因为赴长沙参加华兴会的创建

工作而暂离上海，于是陈独秀便接替他译下去，连

载到十一回前半，报馆被封，被迫中止。次年，陈

独秀又增补至第十四回，改名《惨世界》，署‘苏子

谷、陈由己同译’，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２］２３２。

但不论哪种解释，都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编辑

这一角色对小说翻译的重要影响。苏曼殊的出缺

并没有使小说翻译中途夭折，而是可以由其他编

辑续译。只要报刊编辑这一职位存在，这种续译

就不会因人的更换而中止。这种续译与续作的被

认同意味着原作者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

　　二、报刊定位与翻译小说的“可写
文本”

　　编辑的启蒙目的、视野局限与创作冲动，使得
晚清翻译小说原作者的权威性降低，有时甚至出

现张冠李戴的情形，如标翻译而实为创作的《自

由结婚》，以及标创作而实为翻译的《回天绮谈》

等。这种原作者权威性的降低，自然也导致了原

作重要性的降低，由此使原作成为“可写文本”。

　　改写文本的倾向，与当时的文化氛围直接相
关，而报刊作为当时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沟通

的中介与桥梁，其社会定位对当时的文化氛围有

着巨大影响。一方面，报刊定位提出了报刊对编

辑的要求；另一方面，报刊定位也决定了报刊对潜

在读者的想象。为了实现报刊的目的，书刊发行

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提升空间，由此才

可能在获得最多受众接受的同时，实现启蒙目的，

实现商业与事业的双赢。晚清翻译小说要面对的

读者，一方面固然有着对新知的渴求，另一方面也

带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也就使得报刊发行

者必须兼顾其求知欲与审美习惯，由此也使得晚

清小说翻译表现出两种“改写”方式。

　　一种是增删原著内容。作为一种舶来品，外
国小说中的人、事、物、理对于国人而言都是陌生

的。为了让读者容易接受，从而更好地实现报刊

传达“新知”的意图，译者经常需要对原著的内容

进行改造增删。虽然政治小说的开民主之风、科

幻小说的新科学之智、侦探小说的肇法治之始、写

情小说启自主之思，不同类型小说的“启蒙”目标

各不相同，但翻译者要实现“启蒙”意图，不能不

考虑受众的文化层次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因

为这种受众与语境要求，使得包天笑与杨紫鳞在

最初翻译《迦因小传》时，为了“保护”迦茵的道德

形象，隐讳了迦茵与亨利未婚先孕的细节，只译了

下半部，并在序言中谎称原著的前半部丢失了。

两年后，林纾的全译本《迦因小传》补充了这一情

节，但这种补全并没有给译者带来好评，而是招来

了读者的批判。“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

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６］２５０，他的小说翻

译，也因此被读者定性为“于社会毫无裨益”［６］２５１。

包天笑为了报刊的“道德”定位而对原著进行了

删节处理，而苏曼殊的《惨世界》则为了报刊的革

命宣传大幅增加自己的创作内容。从《惨世界》

第七回开始，苏曼殊依托原著构建的大背景进行

了创造性发挥，增加了一个独立创造出来的人

物———明男德，以宣传革命主张。作者不仅借明

男德之口，抨击了信奉等级制的“支那国孔子的

奴隶教训”［７］与敬神、包脚等“极其野蛮”支那风

俗，而且借明男德之行，宣扬坐而言起而行，借明

男德之刀诛杀了欺压百姓的满周苟。这些革命主

张与《国民日日报》的社会定位直接相关。

　　另一种则是改造小说的叙述方式。读者的文
化背景决定其接受翻译小说内容的难度，而读者

的审美习惯则决定其接受翻译小说叙述方式的可

能性。林纾采用桐城派散文风格翻译小说，为翻

译小说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曼殊等人以白话译书，则明显迁就了“下层”普

通读者的审美习惯。至于章回体与传奇模式，更

是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的主导叙事方式。鲁迅早期

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都采用章回体，戢

翼１９０３年从日文转译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为
《俄国情史》时，不仅大量增删细节，而且将原文

打乱揉碎，按照中国传奇小说的模式重新组合，同

时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为当时国人更易接受的第

三人称，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读者分化与翻译小说的意义
“延异”

　　晚清小说译者根据书刊读者的文化背景与审
美习惯来“改写”原著，正凸显出晚清书刊读者对

小说翻译的制约与影响。这种文化语境使晚清翻

译小说在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上都呈现出一种混

沌状态。在修辞目的上，译者引介外国小说的艺

术目的与先觉者启蒙民众的政治目的以及书商追

求利益的商业目的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当书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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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同时兼任编辑、书商、译者身份时，更是如

此。在修辞策略上，则是启迪新知与迁就旧习混

杂在一起。这种混沌的修辞策略，自然也只能导

致混沌的修辞效果。不同的读者从翻译小说中读

到的东西不同，由此也使得晚清翻译小说的意义

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延异”。

　　晚清翻译小说的译者与编辑都强调翻译小说
“改良社会、激劝人心”［８］３５０的重要作用，为此译者

与编辑都试图将所有翻译小说与社会意义挂上

钩。但是，读者对翻译小说的接受却呈现出两极

反应。当寅半生说林纾翻译的小说“于社会毫无

裨益”时，陈熙绩则认为林纾译作对社会产生了

巨大影响，“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

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

若《战血余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

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８］３５０这种否定与吹

捧虽然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也可以见出当

时读者对翻译小说接受分化之一斑。作为小说林

社的老板之一，徐念慈对小说销售情况的统计分

析，更客观地揭示出了当时读者分化的情况。

“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八九，记艳情者次之，约

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

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

下，十仅得一二也。”［９］３３５徐念慈由此得出判断，

“余约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

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

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

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９］３３６

　　这种９０％与１％的对比，真实地描绘出了晚
清翻译小说的接受图景，同时也指示出了晚清翻

译小说意义“延异”的两种路向。一方面是９０％
的读者的旧的审美习惯与知识背景对翻译小说的

巨大同化作用，由此使得翻译小说“随波逐流”。

在晚清小说创作中，处处可以看到翻译小说的影

响与变形。如政治小说向谴责小说的变异，科幻

小说与儒道思想的合流，侦探小说向黑幕小说的

滑动，写情小说向鸳鸯蝴蝶的突进等。尽管这种

“创造发明”显示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萌生时

的丰富场景，但其内核还是折射出传统文化与审

美趣味对理解与接受翻译小说的巨大同化作用。

　　然而，对具有新思想、新才力尤其是懂外文的
１％的新式读者而言，翻译小说则成为登岸之筏。
他们沿波溯源，将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视为一种

引路指南，指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们打开了一

扇窗，让读者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风景。周

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谈翻译小说对鲁

迅的影响时，特别指出了翻译小说的“图示”作

用。鲁迅因为看到了《新小说》上嚣俄（今译雨

果）的照片，特意购买八大本的英译雨果选集；受

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影响，鲁迅翻译了

《月界旅行》；受林译小说的指引，鲁迅与周作人

阅读翻译了哈葛得的作品［１０］。

　　书刊发行能成为晚清翻译小说“后现代”修
辞兴起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

直接相关。首先，现代印刷术使小说书刊的大量

发行成为可能，这一“技术革命”为近代翻译小说

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晚清书刊发行者的

逐利冲动，是晚清翻译小说“后现代”修辞泛滥的

直接动因。如王德威所言，“相形之下，晚清那批

‘无行’的文人，对文学、象征资本的挪移运用，反

较‘五四’志士更有‘现代’商业意识些。”［１］１４为了

商业成功，编辑经常鼓励翻译者“率尔操觚”。第

三，晚清政府对文化出版市场控制力的弱化，为晚

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

政治“保障”。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力的衰退，给予

了书刊发行以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为各种书社

的诞生打开了方便之门，持政治革命、下层启蒙、

艺术传介等不同信念的书商都可以一展头角。这

种技术发展、商业意识与政治语境为晚清翻译小

说“后现代”修辞的兴起提供了一种含义混沌而

自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当时混沌初开的文化

语境，使得当时的书刊发行者不得不承担“双重

解构”的使命：一方面是解构小说原著，使其能够

被国内读者接受；另一方面则是解构当时的社会

文化，使其为新文化的诞生提供可能性空间。这

种“双重解构”促成了晚晴翻译小说“后现代”修

辞的诞生与“繁荣”。正是因为其泛滥成河，才引

起诸多读者对源头的关注，从而推进了新一代译

者的诞生。在读者与译者的这种轮回发展中，晚

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完成了自己的历史

使命，被逐渐规训成“现代”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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